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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3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

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以下

簡稱《中葡聯合聲明》)簽署 30 周年的紀念日。30 年

來，《中葡聯合聲明》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

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

合聲明》(以下簡稱《中英聯合聲明》)一樣，得到中

國政府的善意和充分履行，對相關文件的國際政治意

義和對港澳回歸祖國的法律基礎作用也被廣泛宣

傳，惟就其法律性質和效力狀況的研究相對較少，近

年甚至出現“聯合聲明已然實施完畢從而失效”的

說法。事實究竟如何，有待就此展開探討和研究。 

 

 

一、聯合聲明具有雙邊條約的法律性質 

 

1969 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將條約界定為“國

家間所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之國際書面協定，不論其

載於一項單獨文書或兩項以上相互有關之文書內，亦

不論其特定名稱為何。”1 這樣的概念起源自國際習

慣法，國際協定的具體名稱和形式可以包括條約、協

定、文件、公約、宣言和議定書、換文、備忘錄等多

種，其中雙邊條約乃是由兩個國際法主體包括國家和

國際組織間訂立的規定相互國際權利義務關係的國

際協定，僅是其締約方限定為兩個。 

《中英聯合聲明》和《中葡聯合聲明》分別在中

英和中葡兩國政府間訂立，規定締約方之間相互承擔

的國際法上的權利和義務關係，當屬典型的雙邊國際

條約。做此判斷的理由包括：一是具備國際協定的形

式和內容，由兩國政府首腦簽署，規定了具有法律拘

束力的條款，旨在根據國際法建立相互的權利義務關

係；二是經過兩國各自完成締結條約的全部程序，不

僅雙方政府談判簽署，而且得到兩國代議機關的審議

批准，如《中英聯合聲明》和《中葡聯合聲明》就分

別得到中國全國人大六屆三次會議審議決定和六屆

五次會議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決定的批准；三是

曾經分別作為中國對外締結的雙邊條約而向聯合國

條約備案處提交備案，並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和

關注，並無提出任何異議。 

中英兩國和中葡兩國共同選定“聯合聲明”作

為條約的名稱，顯然是刻意所為而非隨意而行，但雙

方都從未就此做過公開解釋。綜合其產生背景和締結

意圖，筆者認為下列解釋當有助於各方理解。首先，

聯合聲明本身屬於國際條約的特定形式。依照聯合國

相關機構對條約術語的解釋：“聲明(宣言)通常被擁

有各種國際性文件。然而，聲明(宣言)不是通常需要

依國際法被遵守。聲明通常被着重選擇適用於參與方

並不意圖創設必須遵循的義務，但僅僅想要宣佈特定

的目標……然而宣言可以被認為是廣泛意義上國際

法層面需要被遵守的條約。因此條約參加方是否創設

了需遵循的義務，需要按照具體個案進行判斷。”2 

兩個聯合聲明明白無誤地旨在並實際創設了締結方

在香港和澳門問題上的權利義務關係，顯然符合條約

的特徵。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前 40 年，

對外締結條約的實踐具有較多採用“聯合公報”3、

“聯合聲明”等形式而迴避簽訂條約、協定等形式的

特點，這是有慣例可循的。原因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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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處理舊中國政府對外簽訂的各項條約和協定，採

取的是“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

廢除，或修改，或重訂”的立場4，並非一概承認，

而一度實行長期擱置不予處理的辦法，故此有必要迴

避簽署新的條約和協定而觸及舊約的效力問題；二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初期，先後簽訂了《中蘇友

好同盟條約》和《中朝互助同盟條約》，但其後在各

自雙邊關係上出現逆轉而條約難以終止，這種尷尬局

面也降低了中國政府對外簽署更多條約、協定的意

願，轉而更多採用形式相對靈活、程序相對簡單的聯

合公報形式。三是中國政府一貫認為，形成香港歷史

遺留問題的中英《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拓展

新界專條》等三個雙邊條約，分別是 19 世紀的鴉片

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狂潮的結

果，屬於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是非法

而無效的；而確認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權力的中葡

《里斯本草約》和《北京條約》，也屬於同樣性質而

不予承認效力。而英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對於“不平

等條約無效說”持有不同程度的異議。故此，在訂立

新的條約時，雙方同時採取迴避提及舊約的效力問題

特別是不就新約取代舊約做任何明確宣告的應對態

度。作為與此政策保持一致的形式外殼，締結的新條

約選用“聯合聲明”形式也就容易理解了。四是採用

“聯合聲明”方式確實具有相較其他條約形式更為

靈活和便利的特點，這方面的內容筆者將在下一部分

詳加分析。 

 

 

二、聯合聲明的條款包含着相互義務和 

單方聲明兩種性質的內容 

 

深入分析兩份雙邊條約的內容，《中英聯合聲明》

包括正文 8 個條文和 3 個附件，《中葡聯合聲明》包

括正文 7 個條文和 2 個附件，並都附有雙方關於居民

國籍事務的換文。除因後者精簡了個別條文內容和表

述方式外，兩者的全部條款規定基本一致並主要可歸

結為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確認中英之間就香港管治

權的交接和中葡之間就澳門管治權的交接，這見諸於

《中英聯合聲明》第 1 條有關中國收回香港和第 2 條

英國交還香港、《中葡聯合聲明》第 1 條關於中國恢

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的宣告，並具體規定了港澳政權交

接的時間即 1997 年 7 月 1 日和 1999 年 12 月 20 日。

二是中國政府聲明對香港和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及

其具體說明，這見諸於《中英聯合聲明》第 3 條和《中

葡聯合聲明》第 2 條，以及兩個聯合聲明的附件一，

具體闡述了中國政府即將實施於港澳的以“一國兩

制”為核心的 12 條基本方針政策和相應制度安排。

三是確認在聯合聲明簽署到政權交接的過渡期內，英

國和葡萄牙政府分別負責香港和澳門的行政管理，中

國政府給予合作，為保證聯合聲明有效執行和政權順

利過渡，分別成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和土地小組、中

葡聯合聯絡小組和土地小組，根據協議規定履行相應

職責。這見諸於《中英聯合聲明》第 4、5、6 條和附

件二及三，《中葡聯合聲明》第 3、4、5 條和附件二，

規定了港澳過渡期內日常行政管理事務上雙方合作

磋商的相互安排。四是有關聯合聲明簽訂、實施、批

准和文本效力的各項規定，見諸於《中英聯合聲明》

起首段、第 7、8 條和結尾段，《中葡聯合聲明》起首

段、第 6、7 條和結尾段，這是國際條約通常都具有

的技術性條款。 

顯而易見，兩個聯合聲明的上述內容，根據其性

質可以分為兩大類規定。一大類是確立中英和中葡兩

個締約方雙邊權利義務關係的，包括前述的第一、

三、四這 3 個部分的條款，如英方交還香港，對應的

是中方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如葡萄牙負責澳門過渡

期行政管理，對應的是中方予以合作，兩個雙方聯合

組成的工作小組的工作更是體現雙邊關切和安排的

內容。這部分規定的內容具有明顯的雙方各自權利義

務的對應承擔，是典型的雙務協議。而另一大類則是

中方政府就港澳回歸祖國後各項制度安排的宣告和

說明，而該等內容究其本質屬於中國政府主權管轄其

領域內特定地方的內政事務，中國政府具有獨立的排

他性的管轄權，英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並無法定或道

義的權力加以干涉。中國政府之所以採取以此等方式

在聯合聲明中做相關單方聲明，一是為着安定港澳居

民的人心，鄭重向他們宣示中央政府即將對港澳採取

的方針政策；二是向聯合聲明的協議相對方作出政策

聲明；三是向全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昭告中國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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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立場。這部分的內容顯然是單務的，只有中國政

府一方作出莊嚴承諾和立場闡述，並無設定任何協議

相對方或者第三方參與其中承擔相應的保證和監督

義務。 

正因為聯合聲明包含有規定雙邊權利義務的條

款和闡述中方獨立立場的兩類不同內容，其實施方式

和效力表現也呈現複雜的情況。 

 

 

三、聯合聲明的實施方式和效力特徵 

 

在當代國際法中，“條約必須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則是最高也是最重要的國際法準則之

一，不僅源自自古流傳的國際習慣法，而且很有可能

構成近代以來國際強行法的重要內容。1969 年《維也

納條約法公約》第 26 條：“凡有效之條約，對其各

當事國有拘束力，必須由各該國善意履行。”條約一

旦締結，其當事國必須善意、忠實和充分的履行其相

互間的權利義務，否則需要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並

依照國際法通過雙邊或多邊的政治、外交渠道求取合

理的救濟。 

兩個聯合聲明中關於港澳政權交接、過渡期行政

管理和條約本身相關規定，是依賴中英和中葡兩國作

為協議雙方在友好合作的相互行為中得以實施的，並

實際取得了條約預期的效果──中英之間、中葡之間

分別實現了有關香港、澳門政權的順利交接，保持了

香港、澳門過渡期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社會秩序的正常

運行，兩個聯合聯絡小組、土地小組履行了各自職責

並依照約定的時間宣告結束工作。上述雙務條款已然

全部得到協議雙方的實際履行，雖然按照《維也納條

約法》第五編“條約之失效、終止及停止施行”的 30

個條文中，並無明確條約的權利義務全部履行完畢即

告失效的規定，但兩個聯合聲明本身的實施確已只表

現為既定的合法結果及其效力依據，而不可能再據此

引發新的權利義務和責任，更不會出現新的履行爭

議。 

兩個聯合聲明中，中方單方聲明的對港澳方針政

策，則是依賴中國政府的自主履行來加以實施的，理

論上並無協議相對方的參與。但正如《奧本海國際法》

的權威評述所言，一國的單方行為對其他國家的法律

地位，特別是(但不是絕對的)在它們與行為國的關係

中，是有影響的。該書特別指出，宣言一詞有時是為

了尊嚴的理由而被用來作為條約的名稱，或者包含在

國家之間的文件中並可能記載着這些國家聲明的某

些事項(該書在此專門提到中英聯合聲明即屬於該等

性質)，都會對與其他國家關係發生影響，有些可能

為其他國家創造權利和義務，有些則形成特定後果的

事實。任何特定宣言是否對其他國家授予權利或設定

義務，主要取決於發表宣言的國家的意思和其他國家

對宣言有任何依賴的情況。聯合國國際法院在 1974

年判決澳大利亞、新西蘭訴法國(Australia & New 

Zealand v. France)的“核試驗”案中，明確了國家根

據國際條約做出的行為即便為單方聲明行為，若根據

國際法一般準則及標準認定需要承擔國際法下之義

務，則需要承擔其他當事方依據此產生的可信賴利益

之約束，並適用國際法中禁止反言的規範來承擔相應

責任。5 所謂禁止反言(estoppel)的規則，依據《布萊

克法律大辭典》(Black’s Law Dictionary)所表述的：

“一方由於自己的行為，使其不得主張某種有損於他

方的權利，他方有權相信此行為的效力，從而作出決

定。法律禁止一方言行不一致，也就是禁止反言的適

用。”“任何一方不得採取前後矛盾的立場與行動，

致使他方因而遭受損失或傷害。”6 換言之，對於國

際條約的有效性包含了不得反悔先前承諾的內容。而

同時應當指出的是，國際法上的禁反言原則奠基於兩

個重要的基礎原則，首先是善意原則(good faith)，同

時還有一致性原則(consistency)。前者注重當事國際

法主體對條約的理解程度必須秉持善良的基本道德

作為出發點，後者是限定當事國際法主體必須有一以

貫之的延續性，不可以對條約進行隨意的反悔變動，

以致於讓其他當事方造成可信賴利益之損失。禁止反

言的規則一般可以適用於認為是默示協議以及單方

聲明。在兩個聯合聲明的特定形成背景和話語環境

中，筆者可以清晰判明：一是中方的單方聲明乃是在

雙邊協議內所包含的，既具有單方聲明的表像特徵，

亦不可擺脫雙邊協議的特定框架，當然可以令協議相

對方乃至第三方認定其對於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產

生相應影響，並形成特定的信賴利益；二是中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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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也有義務須要就單方聲明的內容而承擔的相應

國際義務和責任，除非發生根本性變動否則不得反

言。 

尚有一種說法稱，兩個聯合聲明中所載的中國政

府單方聲明的第(12)款，均提到“上述基本政策和本

聯合聲明附件一所作的具體說明，將由中華人民共和

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故認

為《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制定，已然完

全履行了中國政府的相關承諾，標誌着兩個聯合聲明

的全部實施，故而可資宣告兩個聯合聲明的執行完畢

而失效。事實上，此說是堪可疑問的，姑且不論國際

條約法只規定除非協議方共同訂立新的協議取代或

宣告特定協議的失效，或者發生條約法規定的導致條

約失效的情形出現並履行了相關程序，否則協議方單

方面不能主張條約的自動失效。而且從兩個聯合聲明

的重大政治意義和國際秩序基礎而言，此類說法也是

不智的、有負面影響的，不該隨意主張的。 

綜上所述，本文從國際法角度就《中英聯合聲明》

和《中葡聯合聲明》的法律性質和效力狀況所做的初

步研究表明，兩個聯合聲明作為雙邊國際條約的性質

是確定的，雖然其主要規定雙邊權利義務的條款已經

得到充分的善意履行，但其條約效力包括其中包含的

中國政府單方聲明所產生的拘束效力依然存在，仍屬

於現行有效的國際條約發揮其特定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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